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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章

近代東亞書業的企業精神 
1930年前的東京金港堂和上海商務印書館 *

一、前言

Christopher A. Reed 指出，在20世紀初期，上海的出版業通過採用

股份有限公司的企業模式，發展成為利潤豐厚的資本主義產業，並將

西方技術應用到書籍的印刷、生產和銷售。1根據Reed的論述，中國教

育改革帶來快速增長的書業市場，需求大量教科書和其他出版物。此

外，新式商會的輸入，有助解決版權糾紛。Reed對上海書業資本主義

的研究，為西方企業制度塑造中國商業近代化的論述，增添了一個重

要的實證案例。2

本章從比較的視角，論述了日本明治時期和中國20世紀初的兩大

教科書出版商，如何實踐西方移植而來的企業模式，尤其是如何利用

企業制度進行業內和跨界的整合。這兩家教科書出版商—東京的金

港堂（字面意思是「金港出版社」，而金港即橫濱港的別稱）和上海的商

務印書館—的故事，展現出新興的企業化教科書出版業兩條不同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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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近代企業的商道、商術與商法

徑。作為中日近代書業萌芽期的龍頭重鎮，他們的故事，因緣際會地

匯流成本書的中日書業「雙龍記」。

雖然它們都是其國家引入西方公司法律時最早按新法律框架註冊

為股份有限公司的少數企業，但它們都沒有利用西式企業所有權與管

理分家的公眾投資制度特點，而是各自根據當地的情況，靈活運用西

方企業模式以達到自己的目的。它們故事的差異，反映了20世紀初前

後，兩家企業在經營牟利和教育重責之間所面臨錯綜複雜的諸多取

決。這兩家主要教科書出版商的故事，也許相當獨特，但它們也揭示

了近代東亞教科書業的重要企業模式。這一實證研究也有助於拓寬

Reed關於上海印刷資本主義的論述。全面綜述兩家企業的歷史並非本

書的主旨所在。我們更關注的是它們的新商業實踐，以及背後的商

道、商術與商法。

本章使用的「公司」一詞，是指依法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公司

組織形式，股東僅負上投資資本的個人責任。中文稱「股份有限公

司」，日文稱「株式会社」。這種類型的公司，不同於日本和中國傳統

商業組織的持股模式，沒有要求股東承擔無限責任。至少在理論上，

公司模式對於公眾在與公司沒有任何聯繫的情況下，仍願意進行大規

模的投資，至為關鍵。這種模式對於使用先進製造技術進行大規模生

產的大型公司而言，尤其必要，因為這種商業組織模式更能吸引所需

的大量資本。這類規模的資本，通常遠遠超過小型、私營或家族企業

所能提供的上限。事實上，自19世紀中葉以來，這種公司在西方大規

模製造業中相當流行。3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，日本和中國許多官

員、商界領袖和學者都認為，這種模式的西方企業，較傳統的日本或

中國商業組織更具競爭力，若不採用這種公司制度，便無法與西方商

界爭一日之長短。4事實上，Reed的論點就來自這一假設。關於近代公

司制度、企業及公司法律的討論，見本書第9、10及11章。

此外，近幾十年來，學界對出版業歷史和印刷文化的興趣日益濃

厚，已經形成了一種公認的觀點，即出版業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傳播

香
港

中
文

大
學

出
版

社
：

具
有

版
權

的
資

料



第1章 近代東亞書業的企業精神  5

中，發揮了重要作用。5如今，一些學者正在研究19世紀到20世紀出

版業對於非西方國家的影響程度。對於日本明治時期和中國近代的出

版公司，出現了許多新的案例研究。6毫無疑問，出版業在這兩個國家

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因為它們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新知識的移植

和傳播，提供了一個最有效的平台。7

在明治時期和晚清時期，教科書所發揮的重大歷史作用，是今日

教科書無法望其項背的。當時兩國均廢除了舊的教育制度，並仿效西

方的教育模式進行改革，推出了義務初等教育等西式學校制度。在新

教育體制下，教科書是向學生同時傳遞西方知識以及傳統或新價值觀

的有效工具。當然，同時學習新舊世界的事物，可能充滿矛盾與困

惑。其他出版物如報紙、雜誌和書籍，對其讀者同樣發揮了重要作

用。然而，學校教科書除了吸引更多的讀者之外，其內容也更加標準

化、普及化，並且不是讀者自由選購的結果。因此，對日本明治時期

和中國晚清的教科書出版商進行比較研究，有助我們更加了解近代東

亞書業在起步階段的複雜性。

本章首先扼要介紹中日兩家龍頭教科書股份有限公司，然後簡要

地比較它們在教育、造紙、印刷機械製造、融資、銷售以及與國家關

係等方面的不同發展路徑。本章最後一節總結了這些差異，部分課題

也會在本書相關章節展開更深入的討論。

二、兩個案例：金港堂和商務印書館

金港堂和商務印書館在各自國家的書業界奠定了突出的地位。從

1903年到1914年，兩者曾經合股經營達十年之久，而學術界對此事的

理解存在爭議，8 詳本書第3章。本章會集中作兩者的比較，而先略去

兩者之間的互動。不過從本書其他章節，兩者的互動將隨處可見。以

下分別略述兩者的創業及前30年企業史的梗概。

香
港

中
文

大
學

出
版

社
：

具
有

版
權

的
資

料



6  近代企業的商道、商術與商法

（一）金港堂

金港堂由原亮三郎（Hara Ryōsaburō）於1875年創立，十多年間便

成為明治日本教科書業的龍頭。9他出身現今岐阜縣南部鄉間一個略有

勢力的家庭，父親是村莊的高級役吏（日語稱「苖字帶刀」）。原亮三

郎曾經在當地的一所傳統鄉村學校受教育，然後在鄰近的名古屋藩洋

學校習「英佛學」（即英語法語）兩年。1872年，24歲的亮三郎搬到了

明治維新以來作為日本首都的東京，學習儒家經典。不旋踵因生活窘

迫，在神奈川縣一家郵局擔任低級職務，每月工資約為2.5円（日

元）。這可能相當於今天的50,000円，當時遠低於類似小學教師或警

察這類低薪職位的工資。101874年，他被任命為橫濱一個小區的低級

官吏，負責監督該區新成立的小學。這一職責使他與書業建立了關

係。當時他的工資也升到15円。翌年，27歲的原亮三郎辭去了工

作，在橫濱創辦了自己的出版社金港堂。一年後，他將金港堂搬到了

東京商業區的日本橋。從那時起，他開始單槍匹馬把金港堂發展成為

一家出色的教科書出版商。他前後委託不少傑出學者和教育家編寫從

科學到人文等多個學科的教科書。這些教科書的作者中，有許多在新

成立的師範學院任教，包括後來被譽為明治史上最傑出歷史學家之一

的三宅米吉。11金港堂建立了自己的編輯部門，並生產高質量的教科

書。公司積累了大量財富，市場佔有份額在1890年代，亦即創業15

年後，已經穩執業界的牛耳（見第2章）。1893年明治政府實施了部分

商業法規，提供了成立株式会社的法律框架，金港堂旋即註冊成立株

式会社（股份有限公司）（見第11章）。

然而，公司的主要股東仍是創始人的家庭成員。例如1899年時，

金港堂是一家資本額達500,000円的公司，分10,000股，每股價格50

円，但只有12名股東，其中一半以上是原氏家族成員或公司高層管理

人員。此外，亮三郎和他的妻子禮子兩人分別共持有公司90%以上的

股份。這無疑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業。他們對不帶私人關係的公眾投

資，興趣不大。相比之下，另一家主要的教科書出版社大日本図書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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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近代東亞書業的企業精神  7

式会社的資本額僅100,000円，分2,000股，卻擁有141名股東。它的

最大股東，大約只持有300股，事實上這個最大股東就是金港堂。大

日本図書株式会社的股權結構，較諸金港堂，顯然對公眾開放得多。12

這意味著原亮三郎在參與其他会社時，會毫不猶豫地運用新的股份有

限公司制度爭取最大的投資利益；但在成立自己的股份有限公司時，

卻另有所謀。

金港堂一直不斷成長。不幸在20世紀初，包括金港堂在內的一批

大教科書出版商，被牽涉入一宗重大的賄賂醜聞之中。此案被控受賄

等罪而判刑的政府官員、地方學校校長、教師等達百人以上。當時金

港堂由原亮三郎的長子原亮一郎任社長（經理），但原亮三郎仍被目為

公司的實際負責人。原亮三郎在賄賂案中曾經被捕，13但他的控罪後來

因證據不足而被撤銷。窮畢生精力研究金港堂的稻岡勝認為，金港堂

雖然在危機中幸存下來，但逐漸失去了在教科書出版業的影響力。14關

於金港堂在這宗貪污案件所受的衝擊到底多大，本書第2章將有詳細

的剖析，第3章亦會進一步探討金港堂衰落的問題。不論如何，1910

年以後，原氏家族開始減持公司股份。一些老員工收購了金港堂的分

店店鋪，並將其作為自己的業務進行管理，同時保留了金港堂原名（例

如仙台金港堂），但這些新的金港堂分支僅屬地方經營店鋪，和明治時

期全國書業龍頭之一的金港堂，絕對不可同日而語。

誠然，不管是否因為教科書事件，金港堂正如稻岡勝所說，15在

20世紀初開始衰落，但事實上，1910年金港堂在高中教科書的銷售

中仍然排名第四，16所以也不能說是完全一蹶不振。在那個時期，原

亮一郎仍然是包括金港堂在內三家公司的董事長，而他的父親原亮三

郎，仍然是金港堂的總裁。17直至1939年，在一份商業信息刊物上仍

可找到金港堂的名稱，由原亮三郎另一位兒子原亮七郎擔任公司總

裁。18換言之，自上個世紀之交以來，金港堂書業仍繼續走了30多年

的下坡路，及至戰後始完全消失於人世。本書將聚焦在金港堂前30

年的歷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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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 近代企業的商道、商術與商法

（二）商務印書館

中國近代出版商之中，為學術界研究最多的，無出商務印書館之

右。19據文獻記載，商務印書館由一班有友誼和親屬關係的中國基督教

徒，於1897年在上海成立。作為一家印刷廠，商務生產宗教刊物等用

品，啟動資金幾千元。共同的創辦人有夏瑞芳（任公司總經理）、鮑咸

恩、鮑咸昌和高鳳池，他們曾在一家傳教士印刷廠工作，並在那裏掌

握了操作現代印刷機的技能。1898年，商務為中國英語學習者出版了

一本附中文註釋的印度英語教科書，十分成功。後來，商務發展成為

一家印刷出版企業，設有三個部門，分別管理編輯和翻譯、印刷以及

圖書銷售。1902年，商務印書館得到張元濟和工業家印有模注資，使

原為合夥公司的商務印書館成為一家股份制公司，資金5萬元。按洋

務運動以來，出現不少自稱股份有限公司的華資商業組織，但由於當

時中國沒有法律規管，所謂股份有限的性質是沒有法律保護的。

同樣在1902年，張元濟辭去在南洋公學的工作，全職加入了商務

的編輯和翻譯部門，這被普遍認為是商務的一個轉捩點；第二年，他成

為了公司的負責人之一。張元濟為1892年進士，舊學造詣甚深，同時

諳熟現代西方知識。他曾在1890年代出仕朝廷，在1898年的百日維新

中受挫，後來移居上海，加入了由身兼高官和企業家的盛宣懷所創辦的

近代教育機構南洋公學。盛宣懷堅信西方的知識和商業實踐對中國非常

重要，創辦公學目的便是推廣新知識。張元濟很快成為了南洋公學翻譯

學院的負責人，主持學院為西方政治書籍、社會研究書籍和技術書籍進

行中文翻譯的工作。隨後，他加入商務印書館主持出版工作，讓他感到

壯志雄心，要通過傳播新知識來實現中國現代化。張元濟憑藉豐富的知

識背景，以及與蔡元培和伍廷芳等具影響力人士的聯繫，把商務印書館

這家仍然不起眼的出版社，打造成中國文化轉型的主要載體之一。

1903年，商務印書館與金港堂成立了一家中日合資企業。這家新

企業實體保留了商務印書館的名稱，其後在1906年春正式向清廷根據

1904年初公佈的《公司律》所設立的商務局，登記為設在上海的新型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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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近代東亞書業的企業精神  9

份有限公司。20該公司迅速從1903年末成立時的20萬元資本，擴張到

1905年末申請登記時的40萬元資本。自1906年開始，股東的數量和

多樣性逐漸增加。1913年的公司資本達到130萬元，股東超過130

人。21股東大多是公司的員工、和商務有關的作家以及現有的和潛在的

業務夥伴。換言之，雖然股東數量增加，但公司對沒有人脈關係的公

眾投資仍非中門大開。

1914年，商務印書館和金港堂達成協議，華資股東即時收購日本

股東持有的所有股份。這樣一來，商務印書館變成全華資經營，並成

為近代中國最大的出版社。該公司不久便通過出版教科書、翻印珍貴

的中國古典文學文本、中國文學原著、西方和日本文學作品的中文譯

本以及其他社會和自然科學有關主題的原著中文譯本，引領了中國教

育、學術和文學事業的發展。但在1914年收購日資消息登報的當天，

總經理夏瑞芳遭人刺殺，真相至今未明。221915年教育部審批商務教

科書共426種，佔審批總數67%；北京及南北11省學校採用商務教科

書凡2,440冊，約當各學校採用教科書總數的65%。23發行所上海本館

及22分館員工共435人；印刷所1,330多人，在外印刷裝訂兼職約

1,000人，合2,330多人。內歐美人3名；日本人13名。上海以外有北

京印刷所，名叫京華書局，員工150名；天津印刷所，員工60名。編

譯所員工102名。三所人員共約2,800人。24

打從變成華資企業起，商務歷經印有模、張元濟、鮑咸昌、高鳳

池等任總經理或監理，到1920年代後期，該公司迎來其顛峰期，資本

達500萬元，擁有全國最好的圖書館之一東方圖書館，其編輯和翻譯

部門資源尤其豐富。它還通過生產教育設備、為現代銀行印刷紙幣、

製造印刷機械等業務，實現多元化。書籍直接被銷往全國二十多個主

要城市的分館。該公司同樣經營著一系列受歡迎的教育機構，包括職

業學校和函授學校。25關於商務1929年的財務狀況（見本書第7章）。

及至1930年王雲五接掌總經理之職，以極力提升效率及競爭的方

式經營出版。儘管商務印書館在1932年初上海事變期間因遭日軍攻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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